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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需求结构转换新动力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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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扩大内需战略背景下，中国需求结构转换进程加速推进，服务消费在我国整体消费结

构中的地位日益凸显。与此同时，数字经济与消费活动的融合程度逐渐加深，但目前关于数字

经济发展如何赋能服务业消费升级的研究还相对不足，不利于为构建统一大市场提供针对性

的理论参考。鉴于此，本文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考察了数字经济发展对服务

业消费升级的影响。结果发现：（1）数字经济发展会对服务业消费升级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

（2）数字经济发展对家庭服务业消费的影响存在收入效应和信息效应两种作用；（3）相较而

言，数字经济发展对西部地区的服务业消费升级作用更为明显，并对社会信任低的消费者群体

具有更突出的影响，展现出“扶弱”“普惠”的特征；（4）从消费结构细分维度来看，在生活型

服务消费中，数字经济发展对商业保险服务支出的作用更为突出，而在发展型服务消费中，数字

经济发展对文娱服务支出的效应更为明显，呈现出赋能“高质量发展”的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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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经济增长的理论体系中，消费作为国民经

济“三驾马车”中的核心动力，对我国稳增长、

保民生、稳就业、促发展具有关键性的作用，也

是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而消

费增长的驱动力又来自于居民收入增长及财税

政策支持等多种因素。改革开放以来，得益于

各项利好因素的支持，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稳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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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国内居民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升级，全国居

民的恩格尔系数也在逐步下降。由此，伴随而来

的是服务消费在居民消费中所占的比重逐渐增

大。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1978—2021

年，我国居民恩格尔系数已下降到30%以下；

2017—2021年5年间城乡居民消费占比从42.6%

增加到了44.1%，增加了1.5%，城乡居民消费升

级的趋势明显。正如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所

示，居民的物质消费需求得到基本满足后，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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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有动力转向更高层次的精

神消费需求。由此，这也能部分解释我国居民

在信息、教育、养老、健康、文化等方面的服务

型消费需求快速增长的现象。应该说，我国早

期的消费增长动力更多源于资本和劳动力等持

续的要素投入。步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后，国

家更为强调从“规模扩张”转向“结构升级”、从

“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如何立足既有

的要素投入及收入条件等约束，去进一步挖掘

和培育我国需求结构转换的新动力，赋能消费

潜力增长及消费结构优化，对推动我国经济可

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近年来，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数字

经济形态加速发展，互联网基础设施覆盖面扩

大以及网民用户规模的日益扩大，我国数字经济

呈现出繁荣发展的态势。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CNNIC）发布的第4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

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1年6月，我国网民总

体规模为10.11亿，较2020年12月新增网民数量

达2175万，互联网普及率达71.6%。此外，2016—

2020年我国手机网络支付使用率从67.5%增长

到86.5%。日益扩大的网民规模和互联网用户

市场为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夯实了基础。而文献

指出，数字技术应用及数字经济转型也为强化

“互联网+服务业”下的产业融合效果以及赋

能服务消费活动提供了更多的选择空间和支撑

条件[1]。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的数据显示，2020

年我国数字经济在服务业领域的渗透率已达

40.7%，远超于工业的21%和农业的8.9%。

虽然数字经济发展为我国服务业发展及服

务消费活动创造了更多的空间，但在数字群体

发展不协调、数字经济马太效应渐显等诸多现

实困境下，许多与之关联的新问题正不断涌现。

例如，数字经济发展能否如理论预期那般充当

消费需求结构转换的新引擎并助推我国服务消

费结构升级？进一步地，如果其能促进服务业

消费升级，那么主要是通过哪种服务消费类型

或作用机制来实现的？此外，经济发展的不平

衡诱发了不同地区之间在社会信任水平等方面

的明显差异，如周广肃等学者发现，收入差距

的拉大可能会加剧社会分化的可能性，从而降

低社会信任水平，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居民消

费模式[2]。那么，数字经济对服务消费升级的作

用会否因为地理位置、社会信任和互联网发展

程度的不同而存在异质性？在数字技术和产业

融合日益加深背景下，为了系统回答和解决上

述问题，深入研究我国经济转型时期数字经济

发展对服务业消费升级的影响，无疑具有多重

维度的现实意义。

相关的研究总结起来有：一是分析了数字

经济发展对居民一般性家庭消费支出总额及优

化消费支出结构的作用，并揭示其在特定条件

下对不同群体的消费促进效应的“普惠性”特

征[3-5]。此外，有少数文献聚焦讨论了数字经济

发展对服务业主导地位巩固，以及对我国居民

消费结构从生产型向发展型、从商品型向服务

型演变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1，6]；二是集中探讨

了数字经济发展对文化服务消费[7]、保险服务

消费[8]、数字娱乐服务消费[9]、旅游服务消费[10]

等不同类型服务消费的影响；三是基于网络时

代服务业全球化的视角，将我国数字经济与服

务消费的发展现状及其模式路径等进行跨国比

较分析[11-13]。总的来说，现有文献肯定了数字

经济发展对消费演化的积极作用，但也反映出

我国数字经济和服务消费水平与发达国家间所

存在的差距，且现有研究对其机制讨论相对薄

弱，亟需更为系统深入的研究支撑。

综上，关于数字经济与消费升级关系的研

究已较为丰富，但整体上看，大多研究侧重探

讨互联网发展对一般性消费支出的影响，而关

于数字经济和服务业消费关系的研究还相对

匮乏。此外，服务消费内部结构具有多样化特

点，现有研究未能就数字技术应用对异质性类

型的服务消费升级的作用开展针对性研究。鉴

于此，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其一，基于需求结

构转换动力演化的新视角，从理论及实证双重

维度综合探讨我国居民服务消费结构动态升级

背后的“数字红利”动力来源；其二，鉴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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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内部结构的分异，进一步将服务消费划分

为生活型服务消费和发展型服务消费，并探讨

数字经济发展对不同服务消费类型的差异化影

响；其三，考虑到数字经济和服务消费均高度依

赖于地区的特定情境因素，本文还在异质性检

验中进一步引入社会信任、地区互联网用户数

等地区特征变量，从而增强结论的可信度。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与有形的商品消费不同，服务业消费具有

无形性、不可分离性、服务质量的不确定性等鲜

明特点，其高度依赖于地区的契约制度环境及

其所决定的交易成本[14]。由此，较低的交易成

本成为了服务消费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根据

威廉姆森交易成本理论，可将交易成本简单分

为搜寻成本、信息成本、议价成本、决策成本、

监督成本及违约成本等方面[15]，它们共同构成

了服务消费过程中交易成本的基本要素。此外，

关于服务消费活动，为便于分析，借鉴现有文献

的做法，本文将服务消费分为生活型服务消费

与发展型服务消费这两大类。其中，生活型服务

消费满足人们基本生活服务的需要，而发展型

服务消费满足人们陶冶情操、追求精神享受的

需求。一般来说，家庭中发展型服务消费的比

重越大，则代表该家庭的消费层次越高，即主

要表现为家庭服务消费升级。

整体上看，依托互联网技术，数字经济打破

了传统的交易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大幅度提高

了交易效率，降低了交易成本，由此助力服务业

消费结构升级。一方面，从交易过程角度来看，

可基于搜寻理论分析互联网使用对服务消费市

场的影响，其关键渠道之一在于降低搜寻成本，

即通过数字技术能提高信息传递效率并降低信

息成本，进而降低消费者搜寻服务过程中所需

花费的费用或机会成本[16]。在搜寻成本中，占比

较大的是时间成本，而数字经济发展有利于强

化信息处理和分享能力[17]，优化信息传播流通

速度，提高服务搜寻效率，进而节约消费者时

间成本。另一方面，从交易质量角度来看，在数

字经济时代，数字经济发展增加了经营者所提

供服务的曝光率，方便消费者在寻找服务过程

中“货比三家”，从而以更优惠的价格购买到所

需服务，缓解了因信息不对称带来的消费者与

经营者之间的交易损耗，进一步降低了消费者

的议价成本与决策成本。此外，服务交易利用

大数据、区块链等互联网技术改善了交易过程

中的监督方法，大大减少了信息不对称问题，有

效降低了市场消费监督成本[18]。由此，消费者能

比以往更便捷地通过口碑传播服务的质量和价

格等问题，间接提高了经营者的违约成本，为服

务质量改进带来倒逼压力，让消费者在服务消

费中“放下心、敢消费”。

据此，总的来看，交易成本降低主要对服务

消费产生两种效应：一是收入效应。借鉴现有

文献[16]，本文认为，数字经济发展有利于降低

交易成本，节约消费者的费用支出，由此产生收

入效应。具体而言，交易成本降低有利于引致

市场均衡价格下降，减少消费者的消费成本，间

接增加了消费者的剩余可支配收入。因此，在

其他成本不变的情况下，交易成本变化也会带

来相应的收入效应。同时，消费者的收入增长，

更有益于促进服务需求结构转化，即在满足生

活型服务需求之后转向发展型服务消费；二是

信息效应。结合文献对互联网技术发展影响交

易成本的理论分析[16-18]，本文认为，数字经济发

展引致的交易成本降低对服务消费产生了显著

的信息效应。随着服务消费活动中所嵌入的数

字信息技术进一步优化完善，服务交易过程中

的搜寻、议价、决策等环节的成本显著降低，而

这将会对服务消费活动产生明显的信息外溢效

应。而与此同时，所溢出的信息效应有利于在一

定程度上满足客户对服务消费更个性化、多元

化、定制化的需求，从而为促进服务消费升级

提供了新动力。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认为，在其他条件不变

的情况下，数字经济发展有利于推动服务业消

费结构演变。进一步地，数字经济发展有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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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家庭服务消费结构由生活型服务消费向发

展型服务消费结构转变，进而促进家庭服务消

费升级。

三、计量模型与数据描述

（一）模型设定

多元回归模型是对具有相关性的解释变量

与被解释变量之间进行回归分析的数学模型，

能较好地估计一个被解释变量与多个解释变量

之间的线性关系。基于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

的特性，本文使用多元回归模型来估计数字经

济对家庭服务消费升级的影响，模型设定如下：

Y=k+α×commerfre+β×X+μ

其中，Y表示服务消费升级，以发展服务型

消费的对数与生活型服务消费的对数之比来表

示；commerfre为核心解释变量，即互联网商业

活动的频率；β为控制变量的影响系数，X为控

制变量，k为常数项，μ为随机误差项。

（二）变量设定

1.核心解释变量

结合既有研究[19]，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

互联网商业活动的频率（commerfre）。核心解释

变量的问题来自CFPS成人问卷中的U部分，题

号为QU705，“一般情况下，您使用互联网络进

行商业活动（如使用网银、网上购物）的频率有

多高”。在该问题的原作答选项中，分值越低表

示频率越高，为便于后面的结果分析解读，本文

对该数据进行倒数处理。

2.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家庭服务消费（Y）。

有文献提出，近年来中国居民消费日益呈现出

从生产型向发展型、从商品型向服务型转型升

级的特征 [1]。在此基础上，本文根据CF P S数

据库问卷，进一步将其划分为生活型服务消费

（livserv）和发展型服务消费（devserv）。其中，

生活服务消费主要包括医疗保健支出、保险支

出；发展服务消费主要包括文化娱乐支出、文

教娱乐支出。为了方便研究，参照现有文献的

做法[16]，将医疗保健支出、保险支出、文化娱乐

支出和文教娱乐支出等变量取自然对数。

3.控制变量

本文的 控制变 量分为三个层面：家 庭、

个人 及 地 理 位 置 。家 庭 层 面 包 括 婚 姻 状 况

（marry）、是否有孩子（child）。其中，在“婚姻

状况”变量中，1表示未婚，2表示在婚，3表示

同居，4表示离婚，5表示丧偶；“是否有孩子”

变量中，1表示有孩子，0表示没有孩子。个人层

面包括性别（gender）、年龄（age）、健康状况

（healcon）、上网时间（onlinetime）。其中，“性

别”变量中，1表示男性，5表示女性。在“健康

状况”的变量中，原问题来自CFPS个人问卷中

的P部分，编号为QP201，问题为“认为自己的健

康状况如何”。由于在原问卷的回答选项中，分

值越低表示健康状况越好，为方便后面的分析

研究，对其进行取倒数的处理。地理位置层面

主要为受访者所处的地区（region），东部地区

取值为0，中部地区取值为1，西部地区为2。此

外，处理数据时，剔除了存在缺失值的样本，最

后得出有效样本量为28242。

表1   主要变量的名称与描述

变量名称 变量含义 变量描述

commerfre 互联网商业活动的频率 对原数据进行倒数处理。在此基础上，数值越大，表示活动频率越高。

commerimp
互联网商业活动的重要程

度

commerimp=1表示不重要，

commerimp=5表示很重要。数值越大，表示重要程度越高。

child 是否有孩子
child=0表示没有孩子，

child=1表示有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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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本文使 用的数 据 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

科学调查中心（ISSS）执行的2018年中国家庭

追踪调查（CFPS）数据库。CFPS数据库抽样

范围覆盖全国95%的人口，样本涉及面广泛，

其调查主题涉及经济、社会、人口、教育、健康

等多方面内容，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和代表性。

CFPS数据库包含了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使

用互联网商业活动的频率。此外，本文将CFPS 

2018年的个体和家庭层面的数据库合并，并剔

除了数据不全和存在异常值的家庭数据，由此，

本文共获得了12991户家庭、28242个居民的微

观数据。表2为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具体展示

如下。

表2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marry 婚姻状况 变量为1表示未婚，2表示在婚，3表示同居，4表示离婚，5表示丧偶。

gender 性别
gender=1表示男性，

gender=5表示女性。

age 年龄 截至2018年时受访者的年龄。

healcon 健康状况
对原数据进行倒数处理。在此基础上，数值越大，表示健康状况

越好。

onlinetime 上网时间 受访者上网的时长（小时）。

region 地理位置
region=0表示东部地区，region=1表示中部地区，region=2表示西部

地区。

变量名称 变量含义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commerfre
互联网商业活动

的频率
14,799 0.318 0.253 0.143 1.000 

commerimp
互联网商业活动

的重要程度
10,231 3.396 1.250 1.000 5.000

child 是否有孩子 28,242 0.710 0.454 0.000 1.000 

marry 婚姻状况 28,242 2.080 0.842 1.000 5.000 

gender 性别 28,242 3.019 2.000 1.000 5.000 

age 年龄 28,242 49.841 16.821 19.000 99.000 

healcon 健康状况 28,242 0.417 0.248 0.200 1.000 

onlinetime 上网时间 28,242 7.344 11.660 0.000 168.000

region 地理位置 28,242 0.893 0.838 0.000 2.000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分析

表3描述了数字经济对服务消费升级影响

的估计结果，表3第（2）—（4）列为逐步加入家

庭、个人及地理位置等层面变量的回归结果。根

据第（4）列的结果来看，互联网商业活动的频

率和互联网商业活动的重要程度对服务消费升

级的影响系数均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通

过对比可以看出，无论是否加入家庭层面变量、

个人层面变量、地域层面变量，数字经济发展均

会显著地促进家庭服务消费升级，上述结果支

持了本文研究假设：数字经济发展有利于助推

服务消费结构升级，在我国消费需求结构转换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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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基准回归结果

表4   基准回归结果

中扮演了“新引擎”的角色。

（二）内生性问题

上述分析表明，数字经济的发展对家庭服

务消费升级有正向影响，但并未考虑可能因为

遗漏变量和逆向因果而存在的内生性问题，这

容易造成参数估计偏误。为进一步验证结果准

确性，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处理内生性问题，

参考现有文献的做法，将“互联网作为获取信

息渠道的重要程度（inforimp）”作为数字经济

的工具变量[16]。其合理性在于：从相关性的角

度来看，对互联网获取信息的重要程度与是否

使 用互联网、使 用数字经济进行消费紧密相

关；从外生性的角度分析，家庭对互联网获取信

息的使用重要程度不能直接决定当期居民是否

消费，也不能直接决定其当期消费的类型，因而

不会直接影响当期居民的服务消费升级。因此，

互联网作为获取信息渠道的重要程度从逻辑上

满足作为工具变量的相关性和外生性条件。

本文运用2SLS方法进行再估计。由表4可

知，一阶段回归的F值统计量远大于10，显著性

检验无限接近于0，因此可以排除弱工具变量问

题。二阶段回归结果显示，互联网商业活动的

频率对居民服务消费升级的系数仍在1%的水平

上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即互联网商业活动的频

率越高，对服务消费升级的促进作用越明显，与

上述基准回归结论一致。由此可见，在考虑内生

性问题后，本文的结论依然成立，数字经济对

服务消费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

注：***、**、*分别表示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中为稳健标准误，下文同。

Y （1） （2） （3） （4）

commerfre
0.007***
（0.003）

0.007***
（0.003）

0.007**
（0.003）

0.005*
（0.003）

commerimp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_cons
0.273***
（0.002）

0.292***
（0.003）

0.287***
（0.004）

0.296***
（0.004）

obs 8,527 8,527 8,527 8,527

R-squared 0.0019 0.0264 0.0282 0.0354

二阶段回归结果

Y Coef. Std. Err. P>z

commerfre 0.039*** 0.010 0.000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_cons 0.285*** 0.005 0.000

obs 11,833

R-squared 0.0190

一阶段工具变量检验

variable Adj R-squared              F(8, 11824)   Prob > F

commerfre 0.1098 183.49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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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替换核心解释变量

表6   替换核心解释变量

表7   采用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

（三）稳健性检验

为检验前文结论的稳健性，本文还采取替

换核心解释变量、更换计量模型以及加入固定

效应等方法进行检验。

1.替换核心解释变量

为验 证 基 准 结 论的可靠性，参照现有文

献做 法 [2 0 -21]，将核心解释变量替 换为互联网

商业活动的重要程度（commerimp）进行稳健

性检验。

从表5检验结果可看出，替换核心解释变量

后，互联网商业活动的重要程度对服务消费升

级的影响系数仍在1%的水平上具有显著正向作

用，与互联网商业活动的频率的系数结果大体

一致，进一步证实本文结论是稳健可靠的。

2.更换计量模型

考虑到线性回归模型潜在的模型设定偏

误，参考既有文献做法[22-23]，本文以面板Tobit

模型替换线性回归模型来进行稳健性检验。

y Coef. Coef.

commerfre 0.004*** 

commerimp 0.00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_cons 0.298***  0.296***

obs 11,833 8,527

Adj R-squared 0.0338 0.0350

结果如表6所示，在更换计量回归模型为

To b i t 模 型 后，发 现 互 联 网 商业活 动 频 率 的

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前述结论是稳

健的。

Y Coef. Std. Err. P>t

commerfre 0.010*** 0.002 0.000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_cons 0.298*** 0.003 0.000

var(e.Y) 0.003 0.000 

obs 11,833

3.加入固定效应

鉴于居民消费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24]，为

验证这种地区差异是否会影响到数字经济发展

和服务消费升级二者因果关系的检验，进一步

控制了地区固定效应（表7）。

结果发现互联网商业活动频率的系数仍在

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再次证实了本文结论的

稳健性。

Y Coef. Std. Err. P>t

commerfre 0.010** 0.001 0.014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_cons 0.293*** 0.005 0.000

Adj R-squared 0.0331

obs 11,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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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作用机制分析

梳理现有理论可知，数字经济发展能通过

收入效应和信息效应影响服务消费升级。参考

现有文献检验作用机制的做法[25]，分别对收入

效应和信息效应进行检验，结果如表8所示。

首先，数字经济发展通过节约交易成本提

高了家庭可支配收入水平及家庭消费能力，在

满足居民生活型服务需要的同时，也为居民发

展型服务消费创造了更大的需求空间。

从结果来看，其间接影响的系数为0.018，

直接影响的系数为-0.0 09，均在1%的水平上

显著。

其次，数字经济发展通过强化信息外溢效

应，增强了居民数字消费支出比重。由此，这有

利于消费者接收更多样化的互联网信息，为促

进服务消费升级提供了前提。具体来看，其直

接影响的系数为0.006，间接影响的系数0.005，

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

表9   社会信任与服务消费升级

（五）异质性检验

鉴于地区信任度、地理位置、消费类别、互

联网发展程度等方面特征的差异，数字经济发

展对服务消费升级的影响可能也会存在地区异

质性，为此本文做了进一步的检验。

1.社会信任度的差异分析

现有文献指出，消费行为与社会信任之间

具有密切的联系[2]。尤其是，在互联网渗透情境

下，服务消费具有明显的“后验品”特征，有必

要进一步探讨不同的地区社会信任水平对数字

经济和服务消费升级之间关系的影响。参照既

有文献的做法[26-27]，根据问题“喜欢信任还是

怀疑别人”来构建社会信任虚拟变量：当受访者

回答“大多数人是可以信任的”时，社会信任为

1；当答案是“越小心越好”时，社会信任为0。

如表9结果所示，数字经济对上述两类不同社

会信任水平消费者的系数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

正，其中数字经济发展对社会信任较低消费者

的系数更为明显。可见，数字经济深入发展能

循序渐进地改变低信任度的消费者对服务消费

的传统观念和行为，逐步改善其对网购、移动

支付等新兴消费方式的接受度。

表8   收入效应和信息效应的作用机制

v Coef. Std. Err. P>z Coef. Std. Err. P>z

income 0.108*** 0.001 0.000

computer 0.039*** 0.000 0.000

commerfre -0.009*** 0.001 0.000 0.006*** 0.001 0.000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_cons 0.019*** 0.002 0.000 0.284*** 0.002 0.000

ind_eff 0.018*** 0.003 0.000 0.005*** 0.002 0.003

dir_eff -0.009*** 0.001 0.000 0.006*** 0.001 0.000

Proportion 1.953 0.452

obs 5,401 11,833

Y 社会信任为1 社会信任为0
commerfre  0.008***  0.01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_cons 0.299*** 0.293*** 

Adj R-squared 0.0324 0.0325

obs 7,160 4,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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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   区域与服务消费升级

表11   不同类型消费与服务消费升级

可能的原因是，东部地区居民经济收入水

平较高，基本服务需求已得到一定满足，服务消

费结构相对更为合理优化，并在发展中循序渐

进地实现了生活性服务消费向发展型服务消费

的转变；而西部地区居民的服务消费相对滞后，

但随着数字经济发展，西部地区居民更多样化

的消费需求潜能也逐渐释放，消费水平比中东

部地区的提升效应更为明显，由此对内需动力

转换的作用更突出。

2.地理区位的差异分析

为更细致地刻画数字经济对不同地理位置

居民服务消费升级的影响，本文对东部、中部和

西部地区的服务消费进行了异质性检验。如表

10结果所示，数字经济发展对东部、中部及西部

地区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数字经济发

展有利于推动服务消费结构升级的结论没有改

变。其中，数字经济发展对西部地区的服务消费

促进作用更突出。

3.不同类型消费的差异分析

本文还进一步将服务消费具体领域进行划

分，从而更直观地展现数字经济发展对不同类

型服务消费的影响。如表11结果所示，互联网商

业活动的频率对各类服务消费均有显著的正向

影响，符合前文的基准结论。

Y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commerfre 0.009*** 0.009** 0.01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_cons 0.304*** 0.293***  0.274***  

Adj R-squared 0.0388 0.0138 0.0270

obs 5,091 3,471 3,271

其中，在生活服务消费领域，数字经济发

展 对商业保险服务支出的作用更明显。而在

发展服务消费领域，数字经济发展对文娱服务

支出的影响更突出。上述结果也进一步佐证了

数字经济赋能消费结构“高质量发展”的作用

效应。

4.地区互联网用户数的差异分析

为捕捉地区数字经济市场规模和基础设施

对服务消费升级的作用，本文还探讨了地区互

联网用户数的不同对服务消费影响的差异性。

关于各省互联网用户数的划分，本文将全部样

本根据全国各省互联网用户数的中位数划分为

商业保险支出 医疗保健支出 文娱支出 文教娱支出

commerfre 0.607*** 0.303** 0.512*** 0.395***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_cons 7.885*** 8.050*** 6.279*** 8.604***

Adj R-squared 0.0447 0.0365 0.0441 0.0228

obs 6,673 13,798 7,100 12,287

高互联网用户数群组和低互联网用户数群组。

如表12回归结果所示，相对而言，数字经济发

展对低于互联网用户数中位数的地区居民服务

消费升级的作用更为明显，这也呈现出我国数

字经济发展对消费结构的影响具有较为明显的

“扶弱”和“普惠”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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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与启示

在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加速转型背景下，数

字经济发展对服务业发展将会带来何种冲击，

既有研究还相对不足。从服务消费升级的角度

出发，本文通过构建包含数字经济因素的多元

线性回归模型，结合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 

2018年的数据，对数字经济与服务业消费升级

之间的关系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得出以

下主要结论。

一是在“互联网+”深度融合背景下，本文

发现，居民家庭互联网商业活动的频率越高，

对服务业消费升级的促进作用也越明显，即推

动居民服务消费由生活型服务消费转向发展型

消费，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和“互联网+”对我国

居民服务消费需求的动力结构转换的作用已逐

渐产生；二是机制分析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

家庭服务业消费存在收入效应和信息效应，成

为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和服务消费升级的重要

渠道方式。具体而言，可支配收入的提高有利

于推动服务消费升级，信息技术的发展也对服

务消费升级具有促进作用；三是就地理位置的

差异来看，数字经济的发展对于西部地区的服

务消费升级的效应更为明显。此外，就社会信

任来看，数字经济的发展对社会信任较低的消

费者更具有显著的影响，从而，数字经济发展

对服务消费升级的作用呈现出较为明显的“扶

弱”“普惠”的特征；四是就不同类型的服务消

费来看，不论对哪种服务消费类型，数字经济的

消费升级效应都正向显著存在，在生活服务消

费中，数字经济发展对商业保险服务支出的促

进作用更明显，在发展服务消费中，对文娱服

务支出的促进作用更突出。综合上述结果可知，

在数字经济发展背景下，中国需求动力已逐渐

从生活型服务消费转向发展型服务消费。要转

变经济发展方式，亟需扩大消费内需，而在数字

经济时代，人们对发展型服务消费需求日益增

加，要扩大内需就理应重点释放“互联网+”的

消费升级红利。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为更好地贯彻落实中

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

要（2022—2035年）》，本文主要提出如下政

策启示。

首先，在“双循环”背景下，国内服务消费日

渐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鉴于数字经

济发展在服务消费升级中的作用愈发突出，应

借助“互联网+”着力打造数字经济与服务消费

相协同的“全生命周期”生态系统。为此，应从

规模扩张转向提质增效，在服务消费前端、终

端和后端等不同的生命周期环节，充分发挥新

一代信息技术在生活型服务消费和发展型服务

消费中的作用，并畅通“收入效应”和“信息效

应”的渠道路径，促进数字经济与服务消费深

度融合，深化服务消费的供需可达性[28]，进而推

动消费内需动力转换。

其次，在共同富裕目标下，促进数字经济

和服务消费的区域协调发展具 有重要的现实

意义。本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在西部地区

对推动服务消费升级的边际效应更为明显，这

也揭示了释放数字红利有利于激发后发地区的

“后发优势”。为此，应继续深入借鉴服务业综

合改革试点[29]的经验，在东部地区扎实推进数

字经济和服务消费“内涵提升”的基础上，进一

步释放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和服务消费的增长潜

表12   各省互联网用户数量与服务消费升级

Y 高互联网用户数群组 低互联网用户数群组

commerfre 0.007*** 0.014***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_cons 0.295*** 0.301***

Adj R-squared 0.0367 0.0361

obs 6,223 5,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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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完善西部地区数字技术人才储备和激励机

制，并借助“数字+服务消费”领域的财税激励

政策，将数字经济发展作为突破口，切实提高西

部地区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和数字使用技能，多

措并举夯实其数字经济发展基础。

最后，本研究表明，居民的社会信任程度

是影响数字技术应用和服务消费升级的重要

因素。“数字 + 服务消费”作为一个新兴领域，

其新模式、新业态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由此，

服务消费权益保护也可能会面临许多新的问

题，而部分不合规不合法的经营行为也可能会

对服务消费的市场秩序带来冲击，并导致居民

对“数字+服务消费”的信任受到干扰，进而可

能会迟滞服务消费的升级进程。为此，政府职

能部门应及时制定数字经济和服务消费领域的

专门法律法规，进一步完善数字经济时代发展

型服务消费的保障机制，让消费者能够放心消

费发展型服务，从而形成一种良性循环的市场

环境。同时，商务监管部门应加强对数字经济

市场秩序的监管监督，加大对数字消费领域违

规经营的打击力度，引导商家诚信经营，增强居

民对市场秩序的社会信任。此外，可将数字消

费等新业态、新模式纳入到消费者权益保护体

系当中，健全我国数字经济发展保障体系，完善

数字经济治理和服务消费的现代化治理体制机

制，为数字经济和服务消费创造良好的外部环

境，从而助力推动我国服务消费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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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 Economy Growth and Consumption Upgrading in Service Industry: 
Analysis on the New Impetus of the Demand Structure Shift of China

LIU Sheng & LIN Xiao
Abstract: The rise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mak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and service consumption activities increasingly close. This paper uses data 
from the 2018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 to overcome the endogeneity problem and empirically 
test the growth of the digital economy to promote consumption upgrading in the service industry. Main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1) The frequency of residents’ household Internet business activities has a 
facilitating effect on service consumption upgrading; (2) The influence of digital economy on household 
service consumption has two important forms: income effect and information effect; (3) The growth of the 
digital economy has a greater effect on service consumption upgrading in western regions. Furthermore, 
the growth of the digital economy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consumers with lower social trust. The role of 
Internet development in upgrading service consumption show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upporting the weak” 
and “benefiting all”. (4) In the consumption of living services, the growth of the digital economy has a greater 
role in promoting the commercial insurance expenditures. Meanwhile, in the growth of service consumption, 
it has a greater role in promoting the recreational and cultural expenditures. These results reveal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has the effect of enabl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n the consumption 
structure. In the context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ervice economy, this study has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promoting the dynamic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demand structure with “Internet plus” and upgrading 
the consumption structure with a new gener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Keywords: digital economy; consumption upgrading; internet plus; service sector


